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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在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中实现文化共

享。 中国传统音乐十分丰富， 具有非常鲜明的地域性特征， 不易成为共享的文化。
因此， 揭示地域性音乐符号在不同时期发展为共享文化的路径显得尤为重要。 文章

认为， 地域性音乐符号通过与大传统、 与西方音乐元素结合， 实现了从地方到全

国、 从原生到次生、 从传统到现代的上移并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共享， 从而使中华

民族音乐文化具有了 “一体” 的特征。 从符号学的角度解释， 地域性音乐符号的

上移是经过文化转码、 涵义增大等方式成为更高级别元符号的过程， 旧符号文本

经过 “再语境化” 实现 “再符号化”， 从而产生新的意义。 通过上移的方式， 地

域性音乐符号具有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功能， 进而言之， 其未来亦能为

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 贡献中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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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近年来，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

一主题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新的学术

焦点。 共同体意识内涵比较丰富， 涉及许

多层面， 如国家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
文化共同体、 利益共同体、 精神共同体等。
“中华民族既包含了 ‘多元一体’ 的文化

共同体精神价值， 也具有 ‘国家民族’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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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共同体意蕴。”① 可以说， 国家共同体

与文化共同体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两个核心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加
强中华民族大团结， 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

文化认同， 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积

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文化认同是

最深层次的认同， 是民族团结之根、 民族

和睦之魂。 文化认同问题解决了， 对伟大

祖国、 对中华民族、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的认同才能巩固。”② 中国具有多元的

文化， 如何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中华

民族认同的标识并塑造中华民族文化认同，
进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笔者认为，
文化共享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

要环节， 为此需要寻找中华民族的标志性

文化符号并发挥其功能。 实际上， 许多中

华民族的标志性文化符号在过去曾长期

“偏安一隅”， 随着传播而逐渐为人们所共

享。 因此， 分析地域性文化符号如何成为

中华民族的标志性文化符号并辨析其意义

的生成逻辑可以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助益。

一、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

持续建设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

晚清时期， “中华民族” 曾与 “中国

民族” 同位并用。 １９０５ 年梁启超在 《历史

上中国民族之观察》 一文中把中国民族分为

华、 苗、 蜀、 巴氐、 徐淮、 吴越、 闽、 百

越、 百濮 ９ 系， 指出中华民族由多民族混合

而成， 是历来生息于中国的诸族总称， 这已

经初步指出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 的架

构。③ 如果说梁启超定论的依据是地域与血

统， 杨度的认识则是另外一个层面， 他认

为： “中华之名词， 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
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 乃为一文化之族

名。”④ 二者视角不同， 各有所重， 杨度将

“中华民族” 赋予了文化的含义。
为何中华民族共同体具有鲜明的文化

共同体特征？首先看共同体的内涵， 著名社

会学家滕尼斯 （ 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Ｔｎｎｉｅｓ， １８５５ －
１９３６） 认为共同体是在传统习惯与共同记

忆之上自然发展起来的现实有机联合体。⑤

这说明共同体因自然发展而经过了一个长

期自在的过程， 具有悠久的历史积淀。 中

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 中

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也经历了一个长期自

在的过程。 对于文化共同体， 有学者认为：
“所谓文化共同体， 即是基于共同或者相似

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心理定式而形成的社会

群体， 是一种特定文化观念和精神追求反

映在组织层面上的有机统一体。”⑥ 这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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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文化共同体不仅涵盖特定的文化观念，
而且具有精神属性的本质， 亦即文化中包

含的精神追求是形成文化共同体的重要元

素， 在某种层面上也是一种精神共同体，
而 “精神共同体在同从前的 （笔者注： 主

要指血缘共同体、 地缘共同体） 各种共同

体的结合中， 可以被理解为真正的人的和

最高形式的共同体”①。 但问题在于， 这种

精神体现在哪些方面？ 通过梳理中华民族

的演变进程， 张亚席认为， “中华民族文化

共同体” 是 “建立在各民族对文化高度认

同基础上， 基于共同或相似的文化理念、
文化思想和文化基因， 形成的以文化价值

的同一性作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
并成为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包容性更强和凝

聚力更大的 ‘灵魂共同体’。”② 中华民族

文化共同体的形成既源于历史的积淀， 又

有在历史中形成的精神追求， 即共同认可

的文化价值， 以此来说， 可以理解为精神

共同体与群体所持有的世界观、 人生观、
价值观有相通之处。 那么， 中华民族文化

共同体中的精神又从何而来？ 杨度认为：
“故 《春秋》 之义， 无论同姓之鲁、 卫，
异姓之齐、 宋， 非种之楚、 越， 中国可以

退为夷狄， 夷狄可以进为中国， 专以礼教

为标准， 而无亲疏之别。 其后经数千年混

杂数千百人种， 而其称中华如故。”③ 由

此， 之所以中华指向文化的含义， 是因为

中华民族这一群体均以礼教为基本行为准

则， 说明儒家思想对形塑中华民族实体所

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考古学家苏秉琦

曾认为中国的文化根脉是： “超百万年的文

化根系， 上万年的文明起步， 五千年的古

国， 两千年的中华一统实体。”④ 这一观点

说明中华文明是诸多文化的交汇， 但恰恰

是在两千多年儒家思想的影响下才真正具

有了 “实体” 的特征。 在清朝灭亡之前的

传统社会， 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 最终

都在大一统以及儒家思想的影响下进行了

融合， 正是有了与儒家思想结合下的礼教

大传统的影响， 无论各种小传统以何种方

式存在， 整个社会均能延续 “一体” 的特

征。 换句话说， 小传统更具地域性或民族

性特征， 而大传统是中华民族共享的文化。
从传统社会来看， 一种文化无论以何种传

播方式进入某一群体并长期存在， 其都会

逐渐沉淀为该群体自身的文化。 同时， 这

一群体也成为该文化的持有者， 并由于与

其他群体共享这一文化而更加容易形成彼

此之间的文化认同。 因此， 如果要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一是需要利用各民族

共享的文化来塑造国家认同， 二是需要扩

大地域性、 民族性文化的影响力， 增加地

域之间、 民族之间的文化共享， 进而逐渐

塑造双向文化认同。 也可以说， 一种文化

被共享得越广泛， 越容易推动各民族之间

的双向认同， 进而更加有助于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 因此，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需要持续建设以共享为基础的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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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化共同体。
中国文化种类繁多， 在传统社会， 由

于沟通较为闭塞， 文化的民族性、 地域性

特征鲜明， 文化的差异亦非常显著。 如果

能让本来具有鲜明民族性、 地域性特征的

文化通过某些方式使其影响范围扩大， 被

更多的人认知、 认同和共享， 则该文化塑

造文化认同、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功能愈明显。 但文化功能的扩大， 就面临

着一个问题， 即如何才能让一些地域性文

化为更多人群共享并产生更大的影响。 就

音乐文化来讲， 一些能够塑造国家认同以

及能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音乐是

如何形成并发挥功能的？ 此类问题可以用

符号学的知识进行解释。
文化是 “一个社会中所有与社会生活

相关的符号活动的总集合”①。 荷兰学者霍

夫斯泰德的 “洋葱式结构” 将文化分成符

号、 英雄 （符码， 对符号的解释）、 礼仪

（文化程式）、 价值观 （意识形态） 四个层

次， 最深层次是价值观、 中间层次为英雄和

礼仪， 符号处在表层， 是最容易看见的表达

文化意义的载体。 赵毅衡则将这一文化分层

方式总结为 “符号—符码—程式—元语言”
四个层次， 并认为可以适用于任何社会。②

由此， 文化可被视为一个符号意义的集合，
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也可由符号来承载，
但由于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 “多元一

体” 特征， 其意义所依附的符号也是多样

的。 因此， 从符号学角度看中华民族文化

共同体的构成以及诸符号及其意义的变迁，
可以更好地厘清音乐符号发展的规律并充

分发挥其功能以进一步塑造中华民族文化

共同体， 塑造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 进而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至于符号的意

义如何变迁， 文章将首先对地域性音乐符

号上移的方式及特点进行分析， 并以此为

基础在第四部分重点予以解释。

二、 地域性音乐符号在中华民族

文化中的地位以及上移的时代特征

关于地域性， 中外学者都有提出此类概

念并对其内涵进行阐述。 中国学者杨民康曾

提出用 “整体性、 区域性、 地域性” 的观

点来理解中国民间歌舞音乐③； 邓光华使用

过 “地域性与跨地域性” 概念来研究贵州

土家族傩仪音乐④。 在他们的观念中， 地域

性主要体现在音乐的传承性； 区域性与跨地

域性带有明显的传播因素； 整体性则主要指

中国这一整体而言， 此类观点更多涉及音乐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生存与传播状况。 美国

学者马克·斯洛宾曾用 “地域、 区域、 跨区

域” 这一体系来理解全球音乐文化， 认为地

域涉及族群、 村落、 邻里等较小群体， 区域

范围涉及某些传统的地理和政治区域， 跨区

域则可扩大至全球范围。⑤ 这一分类方式已

经涉及到现代化对社会文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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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 在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中， 地

域是一个较为模糊的概念， 且地域与区域

经常被混用。 例如一个县域的音乐， 经常

被叫做地域音乐， 有时也被称为区域音乐。
虽然标准有些模糊， 但在某种程度上也说

明了民间音乐的传播特征。 在传统社会，
由于交通不便， 在一些长期封闭、 几乎与

世隔绝的村落 （主要在山区） 中较容易形

成地域性音乐， 但在交通相对方便的地方，
即使在传统社会这类音乐也难以在某个村

庄单独存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之后， 随着

具有这类严格地域性特征的音乐文化持有

者之入世， 其身更加难以独善。 因此， 地

域性也被用作对镇、 县或更大范围的本来

属于区域范畴的音乐文化进行界定。 但就

所涵盖范畴的大小来看， 相比之下， 地域

性仍然是小于区域性的一种概念。 本文也

是基于这种相对性来界定地域性音乐文化。
地域性音乐符号是在特定地域范围内

产生并流传， 它们大多通过文化持有者的

口传心授以代代相传， 因此它们承载着特

定的地域文化和相关群体的历史记忆， 所

传承的文化基因流淌着相关族群的精神皈

依。 自然而然， 这些音乐元素或音乐表现

形式因携带了特定地域的历史、 文化与情

感而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或民族风格。 但

从整体上观察中华民族音乐文化， 从民间

音乐到宫廷音乐、 从具有差异性的地域文

化到共享的文化， 其数量均呈金字塔之

状。 地域性音乐符号是为人们所共享的音

乐文化的储藏室， 是中华民族各层文化中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历史上， 地域

性音乐符号经常通过思想观念、 行为规

范、 价值取向、 社会风尚等各个方面的改

装， 进而上移至更高层面， 为更广泛的人

群所共享， 甚至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

标识。
地域性音乐符号的上移有不同方式，

这些方式与时代特征密切相关。 就中华民

族五千多年的历史发展来看， 总体可以分

成前现代性、 现代性、 后现代性三个阶

段①。 中国的前现代性时期属于中国的传

统社会， 因受生产生活方式所限， 这一阶

段历时比较漫长， 虽然历经改朝换代与不

同民族执政， 但制度、 理念、 社会结构仍

能维持统一性。 １８４０ 年鸦片战争之后， 西

方列强的入侵使中国被动地走向现代化的

进程， 促进了中国现代性的发展。 改革开

放尤其进入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后， 后现代

性特征在中国社会中快速凸显。 中华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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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音乐符号因时代不同也显露出不同的

上移特征。

三、 地域性音乐符号上移的具体表现

地域性音乐符号通常与该地域内的地

理、 历史、 民俗等文化因素密切相关， 是

地域性音乐文化传承和发展的重要载体。
经过长期互动， 一些地域性音乐符号脱颖

而出， 从地方走向全国， 不同时期， 其上

移的主要特征也有区别。
（一） 从地方到全国： 前现代性时期

地域性音乐符号的扩散

地域性音乐符号更多是在某一地区或

群体内部代际传承， 远未达到在广大区域

共享的程度。 地域性音乐符号的上移与传

播有很大关系， 不同的传播方式使其上移

的幅度产生差异。
１. 从地域音乐到区域音乐

常见的音乐文化流动载体有民间艺人、
民俗活动、 移民等， 一般而言， 这些传统

的传播方式使地域性音乐符号上移至区域

性音乐符号。
作为音乐文化持有者， 民间艺人是音乐

传播的重要载体， 但由于语言的限制， 其传

播一般会受限于一定区域， 从而形成区域性

音乐文化。 如科尔沁地区蒙古族说唱艺人胡

尔奇在走街串巷之时也会将一些民歌曲调带

到其他地区， 有些歌曲至今仍有明确的产生

地点， 但经过胡尔奇的传播， 逐渐成为在

广大科尔沁地区普遍流传的歌曲， 从地域

性音乐符号发展成了区域性、 民族性的音

乐符号， 《嘎达梅林》 即是一例。
此外， 有些地域性音乐是随着民俗活

动的传播而逐渐向四周弥散。 例如当下在

北方普遍存在的秧歌原先并非作为一种舞

种存在， 而是与民间社火结合在一起， 本

为 “唱秧歌”， 其中最主要的一首曲调是

专用乐曲 《秧歌柳子》， 这首曲调在广大

北方地区流传， 虽然名称叫法不一， 但实

为同一首曲调。 此外， 秧歌虽主要是北方

汉族的一种民俗， 但后来在北方少数民族

地区也有流传 （如满族有了 “ 满族秧

歌”）， 成为多民族共享的文化符号。
以民间艺人与民俗活动为载体的音乐

传播一般在语言文化圈内， 受限于一定范

围。 移民则不同， 由于大规模移民， 使相

隔很远的两地也可以相互进行音乐传播。
如相距近 ２０００ 公里的江苏与甘肃两地， 因

明太祖朱元璋下令将应天府 （今江苏南

京） 一带的汉族人大批迁移至洮州 （今甘

肃临潭县） 一带①， 汉族人把大量民歌带

到了甘肃， 所以如今当地的汉族民歌非常

接近江苏民歌， 许多是苏南民歌的变体。
中国历史上曾经有多次大规模移民活动，
一些地域性音乐也随着移民至千里之外。

２. 从小传统至大传统

通过对乐籍制度中的轮值轮训制研究，
项阳发现乐人定期要在宫廷与地方官府之

间轮流培训与值班， 从而使全国各地的礼

乐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 这种一致性构成

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大传统。② 轮值轮

训制是使小传统转变为大传统的重要因素

之一， 乐人从地方进入宫廷轮值期间把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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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地域性音乐带入宫廷并逐渐融入主流文

化， 地域性音乐小传统逐渐融入大传统。
乐籍制度在雍正时期被取缔， 许多原来演

奏礼乐的乐人为了生存融入民间， 乐随人

走， 这使得官府礼乐成为今天民间音乐的

一部分， 过去的音乐大传统也转化为如今

的音乐小传统。 因此， 当初一些优秀的地

域性音乐因官府乐人的轮值轮训被纳入礼

乐并传播到全国， 又因乐籍制度取消而流

入民间， 经过了从小传统至大传统， 之后

又回归小传统的过程。 同时， 由于成为在

全国范围内共享的一种音乐符号， 地域性

音乐符号婉转曲折上移为整体性音乐文化。
因此， 大传统与小传统的转换为塑造中华

民族音乐文化共同体提供了历史积淀。
（二） 从原生到次生： 现代性时期新

音乐对民间音乐的采借

在西方， 现代性主要指启蒙运动对人

思想的解放， 但对于第三世界语境下的现

代性来说， 学界一般认为， 它的发端主要

与欧洲资本主义扩张有关。 就中国来说，
现代性 “主要指丧失中心后被迫以西方现

代性为参照系以便重建中心的启蒙与救亡

工程”①。 以 １８４０ 年为起始， 整个中国的

社会开始发生相应变化。 在音乐上， 由于

受西方文化的影响， 新思想、 新创作技法

的传入使中国音乐走向了另一条发展道路，
即 “新音乐”② 在全国开始发展。 其中，

选用民间音乐素材是 “新音乐” 的重要创

作手法之一。 如学堂乐歌 《祖国歌》 （也
有人称之为 《夕歌》） 即是李叔同采用了

民间器乐曲 《老六板》 的曲调填词而成；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 《东方红》 选曲之一的

《赞歌》 采用了科尔沁地区蒙古族民歌

《正月玛》 的曲调。
然而， 中国语境下的现代性长期处于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并伴随着中国人民

的解放斗争。 在这种背景下， 救亡图存成

为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 整个社会的各个

方面无不受此影响， 音乐领域亦不例外。
此时所产生的大量相关歌曲成为塑造中华

民族认同的强大武器， 也是助力中华民族

文化共同体形成的一种特殊文化。 在宣传

革命和鼓舞斗争的过程中， 将现成曲调改

编并重新填词为新的歌曲成为当时所用较

多的一种方式。 如 《八月桂花遍地开》
（曲牌 《八段锦》）、 《北风吹》 （河北民歌

《小白菜》）、 《解放区的天》 （河北民歌

《十字调》） 等都是这样产生的。 其中最具

代表性的歌曲是由西北民歌 《芝麻油》 发

展成 《骑白马》 并最终定格的 《东方红》。
这些新编歌曲作为团结人民、 打击敌人的

有力武器， 在特殊时期起到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的作用。 杨民康的 “文化衍生

层次”③ 理论将音乐分成 “原生层、 次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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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 再生层” 三个层次， 原生层一般偏向于

传承， 次生层偏重于传播， 再生层偏重于指

向当代的音乐文化建构。 相对而言， 地域性

的传统音乐属于原生层面， 而以此为基础改

编的 “新音乐” 对其进行了大范围传播，
属于次生层面， 由此， 地域性音乐符号实

现了从原生到次生的上移。 这些地域性音

乐符号通过与 “新音乐” 相结合而被广泛

传播， 经过几代人的演唱已经成为中华民

族共同的历史记忆， 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的重要力量。
（三） 从传统到现代： 后现代性时期

新的大传统与小传统的结合

这里与传统相对的现代， 不是现代

性， 而是现代化。 就文化而言， 现代性

是结果， 现代化则是文化的一种发展过

程。 音乐上的现代化主要表现为利用西

方作曲技术创作中国的 “新音乐”， 不仅

出现新的城市音乐， 还出现了专业音乐教

育中创作的作品， 其中还包括所用律制向

十二平均律靠拢以及一些研究者总结出的

具有中国风格的调式、 和声、 配器等技

法。 至今， 随着这种观念已被整个中国社

会普遍接受， “新音乐” 俨然已经沉淀为

新的大传统。 “新音乐” 与中国传统音乐

一起， 形成了新的大传统与小传统的二元

并立， 而作为小传统的优秀传统音乐与新

的音乐大传统结合， 就形成当下传统到现

代的上移。
实际上， 具有后现代性特点的音乐都

带有文化建构的意味。 就地域性音乐符号

的上移来说， 其不仅可以融入流行音乐，
也可以融入当代节庆仪式音乐、 旅游音乐

及非遗音乐文化。 就此来说， 地域性音乐

符号的上移也具有较为鲜明的后现代性时

期音乐文化建构的特点。 以在 “清永陵祭

祀大典” 中演奏的 《朝天子》 为例， 当其

在传统社会被视作雅乐用宫廷乐队演奏时

所用律制并非十二平均律， 如今这一曲调

被编配成电子音乐循环播放， 所用和声、
配器、 律制均已经与新的大传统充分结合，
体现出当今仪式音乐文化建构中小传统向

大传统上移的倾向。 这里的上移并非指现

代高于传统， 而是相对来说， 由于现代化

多媒介的运用， 其传播速度更快、 范围更

广， 共享的人群更多。
纵观整个中国音乐发展历史， 地域

性音乐符号通过上移成为广大群体共享

的文化， 这一现象体现出不同的时代特

点。 在前现代性时期， 地域性音乐通过

与礼乐大传统结合在全国开花， 在现代

性时期通过与西方音乐元素结合在各地

结果， 后现代性时期又与新的大传统结

合从传统走向现代。 当然， 也有一些音乐

随着时代变化一路从过去走到现代。 然

而， 在上移过程中， 中国传统音乐的基因

通过何种方式延续并展现出顽强的生命

力？ 对于这一问题， 笔者尝试用符号学知

识予以解释。

四、 地域性音乐符号的再符号化

地域性音乐符号在上移过程中， 经常

通过与其他音乐文化元素的融合实现创

新， 使得地域性音乐符号本身产生许多变

体并因此展现出更加多元的象征意义。 从

符号学的角度来看， 这些地域性音乐符号

的上移均发生了再符号化现象， 通过再符

号化这一过程而实现了涵义转化。 “从

‘长远时间’ 看， 传统是由时间链、 变体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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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象征链构成的文化链。”①因此， 我们不

得不面对一个问题， 即这些音乐符号是如

何实现涵义转化的。
（一） 地域性音乐符号上移的结果是

一种更高层级的元符号

地域性音乐符号的上移伴随着传统的

延续与变迁， 使传统像河流一样一直流淌。
从符号学的角度看， 也是传统音乐文化经

过再符号化转化为元符号的结果。
在符号学中， 元符号被定义为 “关于

符号的符号”， 它不仅指向或代表某个具体

的事物或者相关概念， 更重要的是指对符

号本身进行描述、 解释或再现的符号。 它

用了另一种形式对符号的最基本样式进行

再现， 是对符号的再度使用。 元符号的使

用促使了再符号化过程的发生， 通过引入

新的元符号或对原有的元符号加以重新解

释， 导致符号不断升级， 形成 “原有的符

号—元符号—新元符号 （或对元符号重新

解释）” 的层层叠加， 人们可以创造出更

适合自己目的或者符合上下文的符号系统。
地域性音乐符号的上移就是不断变成

更高级别元符号的过程， 元符号取代了原

来的符号， 人们对元符号的理解需要依靠

旧的经验， 也需要考虑当下的语境。 例如

《知心客》 本为苏南民间小调， １９３７ 年贺

绿汀将其曲调改编成 《天涯歌女》 作为电

影 《马路天使》 的插曲， 因此， 《天涯歌

女》 就成为元符号。 当代， 《天涯歌女》
与流行音乐元素结合形成 “ 《痒 ＋ 天涯歌

女》” 的新元符号。 地方民间小调 《知心

客》 因被改编成电影插曲 《天涯歌女》 而

使其受众范围扩大， 但在当今的年轻人群

体中接受度却未必高， 而与流行音乐结合

成的新元符号， 可以进一步扩大其共享范

围。 从中可以看出 《知心客》 如何通过与

现代元素结合而从一首地域性民歌逐渐走

向全国。
地域性音乐符号要上移并成为更大群

体共享的文化， 不仅要增加在新语境下的

适应能力， 许多情况下， 还要减少原符号

中的地域性特征。 以同宗民歌为例， 全国

各地的 《茉莉花》 《孟姜女》 等曲调之所

以能够被识别， 说明这些在全国各地流传

的歌曲保持了一些共性， 或曲调、 或歌词

成为共享的部分。 但十里不同风， 百里而

异习， 千里而殊俗， 经过传播共享的文化

虽然看上去大致一样， 但这些音乐符号也

会有鲜明的民族性、 地域性差异。 同宗民歌

就是再符号化的结果， 原有音乐符号经过在

地化成为新的元符号并体现新的象征意义。
更进一步说， 符号原本携带了各种意

义， 但元符号对符号再度使用时， 对符号原

有的形式和意义进行了选择， 很多情况下，
为了使元符号适合上下文， 元符号只是选择

对符号的某些形式再度使用， 并未重视其原

有的内容与元符号是否存在特别关联。 因

此， 许多情况下， 元符号只使用原有符号的

某些元素， 由于抛弃了另外一些元素而使符

号原有的一些意义丢失， 甚至使元符号最后

表达出与原来符号完全不同的意义。
（二） 地域性音乐符号的上移发生了

文化转码

由于元符号只是有选择性地使用原有

符号的某些元素， 从而导致其在许多情况

下原有意义丢失或产生不同的意义，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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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汪毓和： 《中国近现代音乐史》， 北京： 人民音乐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 第 ９ 页。
②　 参见赵毅衡： 《哲学符号学： 意义世界的形成》， 第 ３０４ 页。

使再符号化过程中发生了文化转码。 这种

情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以许多民歌

被重新填词而成为革命歌曲较为典型。 由于

新民歌歌词所表达出的生活状态、 思想感情

不同以往， 所以即便使用的是老的曲调， 歌

曲表达的意义已经发生质的变化。①

地域性音乐符号经过重新填词， 新的

歌曲相对原曲就成为了 “元符号”， 无论

是其原曲调的全曲或片段进入新的歌曲，
都形成了采借。 这里采借的原曲符号， 只

是原曲的一个侧面， 可能是其中地域性、
族群性或其他文化暗示等。 比如， 传统的

“兴国山歌” 歌唱开始时普遍使用的标识

性衬词 “哎呀———来” 就具有文化暗示功

能， 可以引起当地人的共鸣和认同， 新创

作的 “兴国山歌” 大多延用了这一标识。
同样， 民歌 《芝麻油》 到 《骑白马》， 再

至 《东方红》 的过程中也不断形成各个层

级的元符号， 这一再符号化过程中基本保

留原曲调， 但唱词意思发生变化， 直至后

来具有作为红歌的典型标识功能。 原来并

无政治意义的地域性民歌经过重新填词而

成为红色歌曲， 其曲调并未发生太多变化，
变化最大的是歌词， 由于元符号升级时加

强了其中一部分符号的意义， 但同时也抛

弃了其中一部分意义， 所以导致了原符号

意义的断裂。 这就是在唱起 《东方红》 时

无法抛却西北民歌的烙印， 但一般情况下

却无法将其所表达的符号意义与其原型

《芝麻油》 进行联系的原因。 这首歌曲再

符号化过程中发生了从民歌到红歌的转码。
美国学者詹姆逊认为从现代进入后现

代， 整个社会文化发生了转码。 哈尔彭认

为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 意义方式发生

了大的转变， 实际上是社会形态的转码。②

可以说， 每一次朝代更替， 每一次社会转

型， 在很大程度上都会使社会文化发生大

面积转码。 音乐文化的变迁与整个社会环

境息息相关， 随着社会形态转码， 音乐文

化的转码也随之发生。 如蒙古族安代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是流行于库伦、 阜新

一带的地域性宗教音乐舞蹈， 含有祈求神

灵保佑、 消灾祛病之意， 负责治病的一般

是 “博”， 即蒙古族的萨满， 演唱的曲调

也具有浓厚的萨满音乐特征。 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 安代逐渐发展为具有强烈的

自娱性和鲜明民族特色的蒙古族舞蹈，
２００６ 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名录。 由于社会形态的转码， 安代

从地域性宗教音乐舞蹈转变为民族舞蹈，
为更多的人共享， 实现了文化上移， 音乐

与舞蹈形态均发生了较大变化， 其符号意

义也发生了文化转码。
音乐符号的文化转码与社会转码相伴而

行， 转码前后的社会性质区别愈明显， 音乐

符号转码的幅度愈大。 在传统社会， 尽管朝

代的更替也导致了社会转码的发生， 但由

于社会制度未发生跳跃性的革命性变革，
因此传统音乐多数未明显发生质的变化，
大小传统之间的关系仍比较稳定。 但进入

现代性阶段之后， 中国从传统社会到半殖

民地半封建社会， 再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成为社会主义国家， 社会性质均发生了

质变， 从而导致音乐符号发生大幅度转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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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赵毅衡： 《哲学符号学： 意义世界的形成》， 第 ３２１ 页。
②　 〔法〕 罗兰·巴特： 《符号学美学》， 董学文、 王葵译，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７ 年， 第 ８７—８８ 页。
③　 〔法〕 罗兰·巴特： 《符号学美学》， 第 ８８ 页。
④　 张林： 《音乐如何与认同接通———以新宾满族音乐文化体系建构为例》， 《民族艺术》， ２０２０ 年， 第 ６

期， 第 １５６—１５７ 页。
⑤　 赵毅衡： 《哲学符号学： 意义世界的形成》， 第 ２７９ 页。

原有的大小传统之间的关系因失去对社会

制度的依附而消解， 新的大小传统的关系

因社会需要而重新建立。
为何社会转码会导致音乐符号的文化

转码？ 这仍需从符号学的角度进行分析。
一种文化符号的价值需要被评价与衡量，
通过评价， 符合社会需要的则保留， 否则

要进行文化转码。 元语言系统实质上也是

一种评价系统， 这种评价的最终解释权要

归于意识形态。 “凡是有文化存在的地方，
就必然有对文化意义活动的元语言解释和

评价， 也就是有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不

一定是整体的， 也可以是碎片状的、 集团

性的。”①这里的意识形态并非与政治上的

意识形态完全划等号， 尤其是社群、 集团

中的意识形态更是一种价值观的体现。 另

外， 其与梅里亚姆三重模式中的 “观念”
也有一些相似之处。 所以， 复杂多样的音

乐符号与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元语言关系

密切。
（三） 地域性音乐符号的上移是一种

涵义增大

地域性音乐符号上移为更多人共享的

文化， 期间发生了符号升级， 其涵义随之

增大。 这是元符号为适应上下文做出的改

变， 主要是为了适应当时社会的需要。 如

何做到涵义增大？ 符号学的增大系统理论

可以解释这种转换。 罗兰·巴特曾提到一

种符号学的涵义系统， 这一系统包括两个

子系统。 其中语义的系统包括能指 （ Ｅ）
和所指 （Ｃ）， 二者的关系用 （Ｒ） 表示，
与语义相符。 如果这一系统 （ＥＲＣ） 作为

整体变成了第二系统的能指符号， 第二个

ＥＲＣ 系统就变成了比第一系统范围更广泛

的成分。 也可以说， 一个涵义系统是其能

指符号本身由另一个意义系统所组成的系

统。②见图 １。
图 １. 涵义系统图③

2. E R C

1. E R C

笔者对此进行了引申理解并认为， 第

一系统是语义范畴， 第二系统扩大到涵义

的层次， 属于涵义范畴。 二者是在不同的

语境下实现的， 由于语境的转换， 第一系

统的能指与第二系统的所指发生了关系。
涵义的扩大实际上是在语义学向语用学的

转换中产生的。④更进一步说， 从第一系统

转换到第二系统是音乐符号的 “再语境

化”， 第二系统也是第一系统的元符号， 其

涵义实现了增大。
赵毅衡注意到， 相对于被它替代的下

一级符号而言， 新元符号所表达的意义具

有不同程度的 “再现变异”， 有些元符号

再现变异程度较弱， 有些再现变异程度较

强。 因此他提出元符号有强弱 “元符号

性” 的区别。⑤就红色音乐来说， 虽然曲调

来源众多， 但歌词都统一指向革命斗争或

社会主义建设等内容。 一般而言， 在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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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音乐符号向红色音乐符号上移的过程中，
曲调变化程度往往较小， 歌词变化幅度较

大， 其符号意义主要由歌词表达出来。 由

于歌词表达的内容是在原来歌词意义基础

上新增加的内容， 其原有意义仍然存在，
所以实现了涵义增大， 但由于歌词所表达

的意义指向了革命斗争或社会主义建设等

内容， 所以具有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的功能。 在红色音乐这种 “元符号”
中， 曲调具有弱 “元符号性”， 而歌词具

有强 “元符号性”， 如歌曲 《东方红》 中

的原衬词 “呼儿嗨哟” 后来成为红色音乐

的标识之一。

结　 语

经以上分析可知， 地域性音乐符号因

其民间气息浓厚、 语言表现独特、 地域特

色鲜明、 功能指向明确而使其使用范围受

到限制， 长时间内只能在相对固定的地区

和特定群体中流传。 但其音乐形态、 存在

形式也并非一成不变， 只是濡化是其变迁

的主要方式。 随着时间推移， 通过战争、
贸易、 和亲、 移民等各种方式， 不同群体

间接触逐渐增多， 因此会发生文化适应现

象。 不同文化经过初期的碰撞之后发生同

化或整合现象， 从而使文化发生变迁， 这

时涵化是其发展的主要动力。 随着不断传

播以及影响力的逐渐扩大， 一些具有代表

性的地域性音乐受到更广泛关注而进入全

国视野， 成为更多人共享的文化符号并受

到官方关注。 地域性音乐符号从地方到全

国、 从原生到次生、 从传统到现代的上移，
是经过文化转码、 涵义增大等方式成为更

高级别元符号的过程， 也是旧符号文本经

过 “再语境化” 实现 “再符号化” 并产生

新的意义的过程。 通过这些方式， 地域性

音乐符号不仅延续了中国传统音乐的基因，
而且展现出能够适应不同社会环境的顽强

生命力。
音乐文化有国界， 地域性音乐文化也

有区域边界或民族边界， 但通过对地域性

音乐符号上移的分析可知音乐文化可以突

破边界实现共享。 地域性音乐符号通过上

移， 与西方音乐元素、 与大传统结合实现

在全国范围内的文化共享决定了中华民族

音乐文化具有 “一体” 的特征， 中华民族

文化共同体的形成大抵亦不能例外。 在当

今中国倡议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背

景下， 如何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贡献中国

力量？ 笔者认为， 从音乐学科的角度出发，
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 就要将中国优秀

的传统音乐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

发展， 从而实现被世界共享。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ｈａ⁃

ｒ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ｉｎ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ｕｓｉｃ ｉｓ ｑｕｉｔｅ ｒｉｃｈ ａｎｄ ｐｏｓｓｅｓｓｅｓ ｄｉｓ⁃

ｔｉｎｃｔ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ｂｕｔ ｉｓ ｎｏｔ ｅａｓｙ ｔｏ ｂｅｃｏｍｅ ａ ｓｈａｒｅ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ｉｔ ｉｓ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ｏ

ｒｅｖｅａｌ ｔｈｅ ｐａｔｈ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ｍｕｓｉｃ ｓｙｍｂｏｌ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ｉｎｔｏ ｓｈａｒｅ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ｅｒｉｏｄｓ. Ｔｈｅ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ａｒｇｕｅｓ ｔｈａｔ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ｍｕｓｉｃ ｓｙｍｂｏｌｓ ｈａｖｅ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ａｎ ａｓｃｅｎｄｅｄ ｌｅｖｅｌ ｆｒｏｍ ｌｏｃａｌ ｔｏ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ｒｏｍ ｎａｔｉｖｅ ｔｏ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ｆｒｏｍ ｔｒａ⁃

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ｔｏ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ｎｄ ｓｈａｒｅｄ ｏｎ ａ ｌａｒｇｅｒ ｓｃａｌｅ ｂｙ 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ｍｕｓｉｃ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ｔｈｕｓ

ｇｉｖ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ｕｓ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ｏｆ “ ｕｎｉｔｙ. ”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ｓｅｍｉｏｔｉｃｓ， ｔｈｅ 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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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ｒｅｂｙ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ｎｇ ｎｅｗ ｍｅａｎｉｎｇ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ａｓｃｅｎｄｉｎｇ ｍｏｔｉｏ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ｍｕｓｉｃ ｓｙｍｂｏｌｓ ｈａｖｅ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ｒｇ⁃

ｉｎｇ ａ ｓｔｒｏｎｇ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 ｔｈｅｙ ｃａｎ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ａ ｓｈａｒｅ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ｍａｎｋｉ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ｍｕｓ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ｒｅ⁃ｓｙｍｂｏ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ｍｅａｎｉｎｇ

（责任编辑： 翟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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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 “杨荫浏音乐学术提名” 揭晓

２０２４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 《中国音乐学》 编辑部、 中国艺术

研究院期刊管理处承办，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学术支持的第三届 “杨荫浏音

乐学术提名” 揭晓。 本届 “杨荫浏音乐学术提名” 是 ２０２４ 年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提

名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学术提名获得者、 相关领域专家学者、 媒体代表， 以及中

国艺术研究院各部门、 各机构代表等百余人参加了此次活动。
获得本届杨荫浏音乐学术提名的学术著作是 （排序不分先后）： 王震亚 《京剧音

乐分析》 （文化艺术出版社， ２０２２ 年）、 杜亚雄 《裕固族西部民歌研究》 （安徽文艺

出版社， ２０２２ 年）、 田青 《中国人的音乐》 （中信出版集团， ２０２２ 年）、 周凯模 《排

瑶 “歌堂” 仪式音声阐释民族志》 （人民音乐出版社， ２０２３ 年）、 韩朝 《基于 〈诗

经〉 乐歌的西周教治研究》 （人民音乐出版社， ２０２３ 年）。
本届学术提名经过评委会三轮评审， 从 ２０２２—２０２３ 年出版的 １７２ 部中国传统音

乐著作中， 最终评选出 ５ 部在传统音乐领域具有重大创见的学术著作。 杨荫浏音乐学

术提名活动弘扬了以杨荫浏为代表的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学术传统， 为推

动中国音乐理论体系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音乐学》 编辑部供稿

·６７· 中央音乐学院学报 （季刊） ２０２５ 年第 １ 期


